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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 “一带一路” 研究的
三种理论视角

谢来辉

　 　 摘要： “一带一路” 是新时期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 是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 是探索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 过去十年来， 国内外学者围绕 “一带一路” 相关问题的理论化研究已经进行

了大量的探索和尝试。 本文试图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传统， 对理解 “一带一路” 的理论视角进行归

纳梳理。 研究发现， 现有文献中关于 “一带一路” 理论化的主要路径研究， 很大程度上是分别基于财富、
国家权力以及社会目的等三个角度来开展的。 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虽然认为财富、 国家权力和社会目的是

学科领域的三个基本要素， 但是强调三者之间的关系才是主要研究对象。 按照这种理解， 未来 “一带一路”
的理论研究， 应该打破现有研究的隔离状态， 实现一种理论上的综合与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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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建 “一带一路” 已经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 进一步夯实 “一带一路”
建设的理论基础， 为理论化提供学理支持， 是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承担的一项重要任务。 习近平

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 “一带一路” 研究的学术体系、 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工作， 并且多次提出

明确要求。 其中， 习近平总书记在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举行的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就曾明确

指出， “我们要厘清 ‘一带一路’ 建设的理论内涵， 把道理说清楚、 讲明白。 要从全球价值链和产业

链重构和延伸、 区域合作等角度阐释 ‘一带一路’ 建设， 突出 ‘一带一路’ 建设对加强地区整体振

兴方面的积极作用。 要结合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从周边外交、 南南合作、 全球治

理等层面深挖 ‘一带一路’ 建设的理论内涵， 形成一整套的理论成果”。
过去十年来， 国内外学者已经围绕 “一带一路” 的理论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尝试。 但是，

相关的研究分散在不同的学科， 一直缺乏系统的总结和梳理。 本文试图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传

统， 对理解 “一带一路” 的理论视角进行全面梳理， 希望为进一步的理论创新提供基础。
国际政治经济学可以为 “一带一路” 的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资源。 “一带一路” 作为一种国际合

作新模式的重要探索， 通过十年来的建设， 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发

·０５１·

DOI:10.16845/j.cnki.ccieeqqh.2023.04.008



共建 “一带一路” 研究的三种理论视角

展的重要实践。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彼得·卡岑斯坦 （Ｐｅｔｅｒ Ｋａｔｚｅｎ⁃
ｓｔｅｉｎ） 曾经指出， 资本主义和国家权力是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两个基本建构材料。① 后来， 他在

与罗伯特·基欧汉 （Ｒｏｂｅｒｔ Ｋｅｏｈａｎｅ）、 斯蒂芬·克拉斯纳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Ｋｒａｓｎｅｒ） 主编的 《世界政治理论

的探索与争鸣》 一书中强调， 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者一直研究的对象是 “权力、 财富和社会

目标之间的关系”。② 笔者通过研究发现， 现有文献中关于 “一带一路” 的理论化研究， 其实是沿着

财富、 权力以及社会目的等三个角度分别开展的。

一、 共建 “一带一路” 研究的财富视角

“一带一路” 倡议作为中国在新时期提出的国际合作倡议， 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的是基于顺应经

济全球化潮流、 实现经济利益拓展的一种经济合作模式。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

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首次提出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 倡议时就曾强调， 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

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 “一带一路” 被强调为新时期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 “一带一

路” 倡议强调以企业为主体， 以市场原则为指导， 要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和趋势。 “一带一路” 要

实现东西互济、 海陆联动， 促进西部沿边地区的对外开放， “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深度融入世界

经济体系”，③ 要建设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区域合作体系。 “一带一路” 倡议强调贸易自由化， 投资便

利化。 中国在新时期高举开放和自由贸易的大旗， 与一些曾经力主经济全球化的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

比。 习近平总书记在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 被西方媒体认为是中国在新时期捍卫经济全球

化的重要宣言。
在主要基于经济利益或者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所谓的 “财富” 视角下， 出现了关于 “一带一路”

的两种重要理论解释， 分别基于经济自由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

（一） 全球价值链双环流

长期以来， 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合作的主要理论是经济自由主义。 经济自由主义认为， 理性

的个人会在市场的逻辑下追求利益， 最终实现社会福利的改善。 正如亚当·斯密 （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 认

为， 贸易、 买卖和交换是人类的本性。 经济自由主义还认为， 经济活动会促进国家的力量与安全， 对

财富的追求会推动国家之间开展合作， 而不是走向冲突。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 经济全球化浪潮也推

动经济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主导的理论视角。
在这种理论视角的影响下， 出现了一种关于 “一带一路” 理论解释的创新性概念框架。 北京大学

经济学院的张辉等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 认为， “一带一路” 是经济全球化的新阶段， 并认为其本质是形成

了所谓的 “全球价值链双环流”。 按照这种逻辑， 中国企业将通过 “一带一路” 建设， 能够成为全球

价值链双环流的枢纽， 通过中间品和最终消费品的贸易， 连接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中国通过

“一带一路” 可以处于国际分工的中心位置 （见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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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全球价值双环流模式

资料来源： 张辉、 易天、 唐毓璇， 《一带一路： 全球价值双环流研究》， 《经济科学》， 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 第

１２ 页。

类似地， 浙江大学的黄先海、 余骁 （２０１７） 也提出 “一带一路” 将重塑全球价值链， 构建以中国

为核心主导的 “一带一路” 区域价值链分工体系， 整体嵌入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形成双向 “嵌套

型” 全球价值链分工新体系。 在此基础上， 南京大学的刘志彪、 吴福象 （２０１８） 进一步将 “一带一

路” 塑造的国际分工格局称为 “共轭环流”。 他们认为， “一带一路” 可以使得中国实现 “双重嵌入”
的效果： 一方面是能够嵌入发达国家的创新价值链， 同时又能主导对发展中国家的价值链。 通过 “双
重嵌入” 和 “抱团嵌入” 的互融共建， 促进全球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和均衡， 促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的再

平衡， 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内生化发展， 培育制造业集群的动态竞争优势。
全球价值链 “双环流” 的理论解释在国内经济学界获得了较为广泛的认可， 而且也在国际问题研

究界得到进一步传播。 比如，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傅梦孜 （２０１８） 认为， 应该基于三个视角对

“一带一路” 倡议进行理论上的阐释， 分别是 “超大规模经济的外溢效应” “价值链的延伸与攀升效

应” 以及 “通道的适切性与区位导向”。 但是从理论逻辑上看， “一带一路” 对于塑造新的价值链和

形成中国企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发挥着核心支柱的作用。 此外， 还有大量的经济研究都侧重分析

“一带一路” 的福利效应， 评估 “一带一路” 建设对中国国内各地区以及对沿线国家的各种福利影

响。 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被纳入财富视角的理论类别中。
全球价值双环流的逻辑同时具有一定的实证研究基础和规范涵义， 因此在阐释 “一带一路” 的经

济逻辑方面具有较大优势。 但是， 近年来这种逻辑正面临着现实的巨大挑战。 因为自从 ２００８ 年国际

金融危机以来， 全球价值链已经日益出现本地化和区域化的趋势。 特别是随着美西方推行供应链 “去
中国化” 战略， 亚洲地区的全球价值链有可能演变为两个平行但又相互联系的区域价值链。① 这会使

得中国企业通过 “一带一路” 建设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并且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 “双环流”
设想， 变得越来越不现实。

（二） 空间修复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思想传统之一， 也强调经济利益作为国家行为的主要

驱动力。 但是与经济自由主义不同，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国际合作的效果有截然不同的理解。
过去几年来，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自身的假设出发， 基于对西方资本主义历史研究提炼的 “空间

修复论”， 提出了一种理解 “一带一路” 的新观点。 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卫·哈维 （Ｄａｖｉｄ Ｈ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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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ｙ） 最早提出了 “空间修复” 的概念。 哈维在接受采访时也认为， “一带一路” 倡议是中国 “拯救

世界经济” 和 “支撑全球资本主义体系” 的重要举措， 但是他认为这 “基本符合资本继续运作的逻

辑”， 是他所说的 “通过 ‘空间修复’ 来吸收过剩生产力的一种尝试”。① 这种观点认为， “一带一

路” 建设主要是受资本主义经济利益驱动的， 强调中国需要通过 “一带一路” 建设来解决物质利益方

面的需求， 包括西部地区的开放以及过剩产能的输出等问题。 这种观点得到了不少响应。 比如英国学

者蒂姆·萨默斯 （Ｔｉｍ Ｓｕｍｍｅｒｓ， ２０１６） 就发表多篇文章， 主张 “一带一路” 并不是国家的一种地缘

政治策略， 更像是一种基于资本和市场逻辑的 “空间修复”。 这类文献将其理解为主要或完全是一项

资本主义事业， 目的是使中国的利益相关者致富， 并促进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持续增长。 这

一重要的经济逻辑被许多借鉴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自由主义论点的学者所强调。 按照这种逻辑， 中国在

“一带一路” 框架下的经济行为与西方大国的资本输出并没有任何不同， 参与 “一带一路” 合作的沿

线国家面临的发展环境， 与此前的历史经验相比不大可能会有新的变化。 这种观点认为， 中国的 “一
带一路” 倡议其实既不谋求改变权力结构， 也不试图破坏现有规则， 而是在现有体系下寻求更大的发

展空间。 比如英国学者李琼斯和曾敬涵 （Ｌｅｅ Ｊ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Ｚｅｎｇ Ｊｉｎｈａｎ， ２０１９） 认为， “一带一路” 倡议

完全是受中国国内资本利益驱动， 它并不是一个连贯的、 地缘政治驱动的大战略， 相反它是一个非常

松散的、 尚不确定的方案。
但是， 这种观点对于 “一带一路” 建设能否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的前景持有疑问。 一方面，

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合作的结果持有疑议。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认为， 不平衡发展是资本主义世界

体系运转的必要条件， 也是其结果， 所以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第三世界国家可能会遭受剥削， 加

强发展不平等的状态。 西方马克思主义甚至认为， 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国际经济分工秩序会导致后发国

家对核心国家的依附， 不可能摆脱欠发达状态。
另一方面， 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与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关系也持悲观态度。 在核心资本主义

国家走向合作协调还是冲突， 存在一个 “考茨基和列宁之辩”。② 其中， 考茨基 （Ｋａｕｔｓｋｙ） 认为， 有

可能出现一种超级帝国主义， 以致国际金融资本联合对世界进行共同开发； 但列宁则认为， 世界经济

存在着一种形成单一托拉斯的大趋势， 不同国家的利益会产生交叉和冲突， 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 因

此，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 “一带一路” 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 其中一种可能是中国与全球

资本相互交织与融合， 以共同开发世界其他地区， 世界秩序不会发生实质性变化； 另一种可能是世界

进入一个寡头的帝国主义阶段， 导致国家在利润分配、 市场份额和资源安全上的冲突不断加剧。③

二、 共建 “一带一路” 研究的权力视角

权力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关注的另一个关键对象。 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现实主义或经济民族主义思

想最为关注权力因素。 这种观点认为， 国家是最重要的行为体， 它优先考虑国家安全和政治利益， 不

仅追求绝对利益的增长， 更在意追求相对利益和权力； 在充满国家竞争的背景下， 国家围绕权力的争

夺本质上是一种零和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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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倡议显然也有权力方面的目标。 “一带一路” 倡议的目标定位之一是经济外交的顶

层设计。 《习近平谈 “一带一路”》 一书收录的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 其中两篇都强调中国应该积极

提高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问题。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８ 日，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

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 习近平总书记在题为 《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 发展壮

大自己》 的讲话中指出： “只要主动顺应世界发展潮流， 不但能发展壮大自己， 而且可以引领世界发

展潮流” “虽然我国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中的分量迅速上升， ……但我国经济大而不强问题依然突

出， ……我国经济实力转化为国际制度性权力依然需要付出艰苦努力”。①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７ 日， 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 “一带一路” 倡议是 “提高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

能力” 的重要努力。②

北京大学的黄益平 （２０１５） 认为， 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受挫的背景下， 中国选择通过 “一带

一路” 建设来落实经济外交新战略。 其他国内学者 （黄河， ２０１５） 也明确提出， 基础设施等特定公共

产品的提供， 必然会与经济权力的增长有关。 新加坡学者塞莉娜·何 （Ｓｅｌｉｎａ Ｈｏ， ２０２０） 指出， 中国

在 “一带一路” 建设中向沿线国家提供优惠贷款和投资， 必然会带来经济权力和政治影响力的增长，
特别是导致增强中国的结构性权力。 但是， “一带一路” 的 “非经济目标”， 在很大程度上被官方宣

传话语中有意忽视了。 “一带一路” 倡议在经济外交方面的理论基础并没有被有效地建立起来。③ 国

内的学者尽管也明确认识到西方现有的地缘政治理论不适合解释 “一带一路”， 但是也没有形成新的

理论。④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关于 “一带一路” 研究的权力视角在很大程度上被西方现实主义者占据了。
在西方国家的很多研究中， “一带一路” 的权力视角被简单套用西方传统的地缘政治的话语， 目标也

被严重扭曲了。 英国学者威廉·卡拉汉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ａｌｌａｈａｎ， ２０１６ａ、 ２０１６ｂ） 认为， 中国提出 “一带一

路” 倡议是为了建立类似历史上朝贡体系的 “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 崛起的中国将会通过 “一
带一路” 建设成为某种形式的 “新的霸主”。 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 美国学者汤姆·米勒 （Ｔｏｍ Ｍｉｌｌ⁃
ｅｒ） 在 ２０１７ 年的 《中国的亚洲梦》 一书中指出， “毫无疑问， 习主席的使命是让中国回归他所认为的

亚洲最大强国的自然、 正当和历史地位。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必须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

国， 但这确实意味着中国必须在自己的后院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经济外交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现代化

的朝贡体系， 所有的道路实际上都通向北京。”
这种以中国为中心 （权力为导向） 的逻辑， 是西方学者对 “一带一路” 建设的常见误解。 显然，

根据这样一种逻辑， “一带一路” 的建设不仅将延续过去不平等不公正的、 依附性的国际经济关系，
而且也必将会引发与其他大国之间新的地缘政治冲突。 比如 “一带一路” 建设的项目， 被西方媒体批

评为是政治考虑优先， 市场利益服从于政治目标。 其中最为极端的观点就是所谓 “债务陷阱外交论”。
在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赵穗生 （Ｓｕｉｓｈｅｎｇ Ｚｈａｏ， ２０２０） 看来， “一带一路” 建设形成的国际经

济关系更有可能出现冲突而非和谐， 共同发展是不可能的。
尽管如此， 依然还有一些学者清醒地指出， 中国虽然将因为 “一带一路” 建设获得影响力的提

升， 但是 “一带一路” 并非追求霸权或者替代美国的错误目标， 最终的结果也未必会导致大国间的冲

·０５５·

①
②
③
④

习近平： 《习近平谈 “一带一路”》，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 第 ９９ ～ １０２ 页。
习近平： 《习近平谈 “一带一路”》，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 第 １３８ ～ １４０ 页。
李向阳： 《 “一带一路” 的研究现状评估》， 《经济学动态》，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期， 第 ３０ 页。
［英］ 科林·弗林特、 张晓通： 《 “一带一路” 与地缘政治理论创新》， 《外交评论 （外交学院学报）》，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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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 比如澳大利亚国际关系学者马必胜 （Ｍａｒｋ Ｂｅｅｓｏｎ， ２０１８） 认为， “一带一路” 建设确实会导致权

力和影响力配置的改变， 提高中国的地位， 但是最终对国际秩序的影响仍然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这种

影响力的拓展是正常和健康的， 而且这并非导向以中国霸权替代美国霸权， 而是导向在亚洲乃至全球

营造一种更为多极化的秩序。 英国学者苏岚 （２０２０） 指出， “一带一路” 倡议旨在提升中国在全球经

济体系中的地位， 从而促生有机性变革以满足中国自身发展的需求。 “一带一路” 倡议并不会对全球

经济体系构成系统性 “威胁”。① 类似地， 美国学者弗林特·莱弗瑞特和吴冰冰 （Ｆｌｙｎｔ Ｌｅｖｅｒｅｔｔ ａｎｄ
Ｂｉｎｇｂｉｎｇ Ｗｕ， ２０１７） 认为， 通过新丝绸之路倡议， 中国可以越来越多地利用自己的能力， 通过积极鼓

励更大的区域和全球多极化来增强中国的影响力和维护中国的利益。 虽然新丝绸之路的成功将极大有

利于西方的长期利益， 但这也将明显增强中国的战略自主权， 最终迫使美国的大战略做出实质性的

调整。
中国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标， 以共建 “一带一路” 服务于构建新发展格局， 已经成为近

年来的一个重要的新表述。 在这种背景下， 共建 “一带一路” 需要服务于国家安全目标的紧迫性似乎

日益加强。 随着中美关系陷入紧张， 特别是七国集团 （Ｇ７） 推出明确要对冲 “一带一路” 影响力的

新倡议， 引发与其他大国之间新的地缘政治冲突的风险可能会明显上升。 这也可能使得西方现实主义

或经济民族主义的理论视角更有影响力。 同时， 这也意味着加强在权力视角下对 “一带一路” 进行理

论研究的紧迫性日益加强。

三、 共建 “一带一路” 研究的社会目的视角

社会目的视角强调社会价值观的保护目标， 认为市场经济扩张和国家权力应该在相应的规则下运

作。 英国学者卡尔·波兰尼 （Ｋａｒｌ Ｐｏｌａｎｙｉ） 在 《大转型》 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市场扩张与社会保护的

“双重运动” 的理论： 经济活动是发生在一定社会关系之内， 服务于社会目的。 资本过分扩张， 市场

经济的 “脱嵌” 会导致对社会的破坏。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约翰·鲁杰 （Ｊｏｈｎ Ｒｕｇｇｉｅ） 基于这个理

论， 提出了所谓 “内嵌的自由主义” 概念， 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一种同时强调保

护社会目的和市场经济的秩序。 这种视角很大程度上是与多边主义和全球经济秩序联系在一起的。
前面两种理论视角都是分别只从市场 （资本主义） 或者国家权力的角度去理解 “一带一路” 建

设， 第三种理论视角则强调观念的力量。 而且瑞典学者阿斯特里德·诺丁和米歇尔·韦斯曼 （Ａｓｔｒｉｄ
Ｈ． Ｍ． Ｎｏｒｄｉｎ ａｎｄ Ｍｉｋａｅｌ Ｗｅｉｓｓｍａｎｎ， ２０１８） 认为， 与传统理论中把国家与资本主义对立起来的观点不

同， 国家和市场 （资本主义） 的力量可以形成一种合力， 而 “一带一路” 建设可以为新的多边主义

全球经济秩序创造支持性的条件。 共建 “一带一路” 一个重要的定位， 是探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重要实践平台。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 “一带一路” 建设座谈会上强调， 要坚持新发展理念。 这些理

念和价值元素， 都是 “一带一路” 建设推动的经济合作所需要内嵌的社会目标。 正是这些内嵌的目标

以及新型国际关系， 使得 “一带一路” 建设所依托的愿景， 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期的治理体系截然

不同。 在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 “华盛顿共识” 加速瓦解，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期 “过度脱嵌”
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比如收入差距扩大、 全球环境危机加剧等， 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突出问题。

·０５６·

①［英］ 苏岚， 魏晓莎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视角下的 “一带一路” 倡议》， 《东北亚论坛》，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０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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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背景下， 纠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后果， 启动某种 “重新嵌入的” 再全球化就成为人们的广泛

期待。
“一带一路” 建设不仅是顺应经济全球化， 同时也是引领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举措。 习近平主席在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向国际社会呼吁， 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 包容、 普

惠、 平衡、 共赢的方向发展， 应对此前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问题。 有国内学者 （刘卫东， ２０１７ａ、
２０１７ｂ） 认为， “一带一路” 倡议的理论内涵就是引领包容性全球化。 这与历史上西方国家对经济全球

化的认识存在很大不同。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经济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期， 英国和美国的领导人都把经

济全球化看作是客观必然的力量。 比如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 （Ｂｉｌｌ Ｃｌｉｎｔｏｎ） 曾说， 全球化相当于

一股经济上的自然力量， 就像风或水一样。 中国看待经济全球化的视角基于自身以及东亚地区崛起的

发展经验， 特别是基于中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成功经验， 政府在其中发挥了更大作用， 有利

于克服经济全球化这个 “双刃剑” 的负面影响， 同时获得更大的收益。 正如加拿大学者罗纳德·基思

（Ｒｏｎａｌｄ Ｃ． Ｋｅｉｔｈ， ２００５） 所说， 中国认为全球化， 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 自由贸易不

再自动与国家主权对立， 而且中国的外交政策一直支持一种关于多边主义和多极化的新的 “理想主

义” 观点。
从理论和历史上看， 崛起的大国可能会愿意承担更大的责任， 为国际秩序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 （Ｊｏｈｎ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 曾以历史上的美国为例这样说道： “这些领

导国所追求的经济目标与其更广泛的政治和安全目标乃至建立国际政治秩序的抱负紧密相连。 在这样

的机会出现时， 这些强国往往以促进某种国际经济秩序为手段， 以实现更广泛的政治和战略利益。”①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法学院教授王衡 （Ｗａｎｇ Ｈｅｎｇ， ２０２０） 认为， 通过 “一带一路” 倡议， 中国

参与国际经济法体现了从被动、 选择性地适应外部规则到主动、 选择性地重塑国际经济制度和规则的

重大转变。 不具约束力的 “一带一路” 合作备忘录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ＡＩＩＢ） 分别与西方主导

的 “硬法” 路径 （如具有严格规则的世界贸易组织、 美墨加协定和世界银行等） 的运作并行不悖。
这可能会支持中国从一个经济大国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ｗｅｒ） 转变为一个治理大国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ｏｗｅｒ）。

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必须遵循 “共商、 共建、 共享” 原则， 这本身就是中国强调的参与全

球治理的重要原则。 与此同时， “一带一路” 建设所需要奉行的理念， 包括相互尊重、 互利共赢的新

型国际关系， 正确义利观，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 新发展理念， 以及全球发展倡议所倡

导的以人民为中心、 普惠平衡、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方面。 与此同时， 我们也看到， 西方国家近年来

提出的基础设施国际合作倡议， 特别是 Ｇ７ 提出的 “重建更好世界” （Ｂ３Ｗ） 倡议和 “全球基础设施

和投资伙伴关系” 计划 （ＰＧＩＩ）， 都强调所谓的 “价值观导向” 作为对冲 “一带一路” 影响力的措

施。 其中强调的往往是在经济合作中嵌入西方国家的价值理念， 包括西方民主、 个人自由至上主义、
普世人权标准、 透明度和绿色低碳等。 从这个意义上看， 观念或者价值维度的竞争与合作必将日益突

出， 使得它必须成为 “一带一路” 理论构建的重要维度。

四、 结　 语

基于前面的分析， 经梳理和对比关于 “一带一路” 的三种理论视角的主要特征， 可以发现这三个

·０５７·

①［美］ 约瑟夫·格里科、 约翰·伊肯伯里， 王展鹏译： 《国家权力与市场： 国际政治经济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 第

１０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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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视角在理解 “一带一路” 的三个基本问题 （即 “一带一路” 是什么， 为什么要提出， 以及怎么

建设） 方面， 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答案。

表 １　 “一带一路” 研究的三种理论视角

理论视角
类型

“一带一路”
的主体

“一带一路” 是什么 为什么要提出 “一带一路” 怎么建设 “一带一路”

财富视角
企 业 ／次 国
家行为体

务实的经济合作； 顺应
经济全球化的选择

形成有利于中国的经济枢纽地位
（经济自由主义）； “空间修复”
（马克思主义）

市场原则； 重塑全球价
值链， 产业升级

权力视角 国家
构建中国为中心的新秩
序 （经济民族主义）， 经
济利益服从政治目标

国家安全， 更大的影响力， 结构
性权力

中国主导的地区秩序；
政治主导经济

社会目的
视角

国家 ＋市场
重新嵌入的自由主义的
多边主义

改善西部地区以及沿线国家融入
经济全球化的条件， 为新自由主
义之后的世界提供替代方案

在新发展理念、 人类命
运共同体等相关理念约
束下的全方位合作

　 　 资料来源： 作者自绘。

与此同时， 也可以看到三种理论视角的要素在共建 “一带一路” 的政策话语中都存在， 这反映出

不同的政策目标在产生竞争性的张力。 “一带一路” 倡议有三个目标： 一是推动新时期中国全方位的

对外开放； 二是促进中国经济外交的构建； 三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李向阳， ２０１９）。 这三个目标

在很大程度上对应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财富、 权力和社会目的三个视角。 正因为如此， 现有的 “一
带一路” 理论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是分别在各自的空间内独立发展的。 与此同时， 国际政治经济学不同

思想传统各自存在内在的矛盾和冲突关系， 这本身又在分化人们对相关现象的认识。
这对于理解 “一带一路” 理论发展的复杂性可能会有一些启示。 不同的理论视角只是对应不同要

素的理想类型， “一带一路” 的实践可能是同时跨越了多种理论视角。 比如加拿大学者埃里克·赫莱

纳 （Ｅｒｉｃ Ｈｅｌｌｅｉｎｅｒ， ２０１９） 就认为， “一带一路” 倡议的原则， 其实是介于经济民族主义和内嵌的自

由主义多边主义之间的一种状态。 “一带一路” 本身的内容非常丰富， 在不同的时期侧重点也可能有

所不同， 随着不同形势的变化可能也在不断调整。 相应的， 在不同时期， 理论化的侧重点也发生了变

化。 “一带一路” 的建设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 它会随着体系变革的发展可能性走向不同的路径。
我们需要在理论的精致、 逻辑自洽和解释现实的准确性之间， 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 我们可能需要采

取折中主义的路径。 正如罗伯特·吉尔平 （Ｒｏｂｅｒｔ Ｇｉｌｐｉｎ） 所说， 折中主义不是进行精确的理论研究

的一条道路， 但有些时候却是唯一可行的道路。①

总之， “一带一路” 的理论化是非常有挑战的工作。 我们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

论， 那会导致食洋不化， 还会产生严重的误导。 我们需要增强理论勇气和理论志气， 承担起理论创新

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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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ａｔ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 ｈａｖ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ａ ｌｏｔ ｏｆ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ｏｎ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ｉｓｓｕｅ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ａｔｈ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ｓ ｌａｒｇｅｌ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ｒｅ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ｗｅａｌｔｈ， ｓｔａｔｅ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ｂｅｌｉｅｖｅｓ ｔｈａｔ ｗｅａｌｔｈ， ｓｔａｔｅ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ａｒｅ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ｂａｓ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ｉｔ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ｂｊｅｃｔ．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ｉ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ｒｅａｋ ｔｈｅ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

（６）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Ｈｕａｎｇ Ｙｕｔａｏ， Ｒｅｎ Ｌｉｎ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ｈａｓ ｍａｄｅ ｇｒｅａ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ｓｏ ｆａｒ， ｂｕｔ ｉｔ ａｌｓｏ ｆａｃｅｓ ｎｅｗ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 ｈａ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ｂｕｔ ｗｈａｔ ｋｉｎｄ ｏｆ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ｇｕｉｄｅ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ｎｏｔ ｂｅｅｎ ｆｕｌｌｙ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ｕｒ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ｗａｙ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ｏ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ａｔｈ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ｌｙ，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ｐａｙｓ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ｏｆ ｓｏｆ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ａｃｈ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ｆｒｏｎｔ⁃ｌｉｎ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Ｇｕｉ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ｉ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ｍｂ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ｒｋｓ ａ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ａｎｄ
ｇｉｖｅ ｐｌａｙ ｔｏ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ｍａｋｅ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ｄｈｅ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ａｎｄ ｒｕｌｅｓ ｉｎ ａ ｔｉｍｅｌｙ
ｍａｎｎｅｒ．

（７）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ｄｅａ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Ｂｒｉｄｇ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Ｈｏｕ Ｓｈｅｎｇｄｏｎｇ， Ｗｕ Ｆａｎ， Ｍａ Ｑｉｎｇｂ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Ｂｒｉｄｇ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ｓｐａｎｓ ｔｈｅ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ｎ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ｏｃｅａ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ｊｏｉｎ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Ｂｒｉｄｇ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ｓｔｅａｄｙ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ｌａｎｄ⁃ｓｅａ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Ｌａｎｄ Ｂｒｉｄｇ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ｆａｃ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ｗ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ｓｏｆｔ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ｓｕｃｈ ａｓ ｒｕｌｅ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Ｉｔ ｉ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ｕｔｕａｌ ｔｒｕｓｔ ａｍｏ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ｄ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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